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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并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传统上企业被认为是因节省交易费用从而成为市场的“替代物”，那么现实中为何会存在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是指，消费者获得最终产品并非是直接从企业那里购买，而是通过在市场上与众多要素资源投入所有者分别签订合约（或断权交易，outright transaction）的方式完成的。我们的分析表明，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的存在，以及它之所以没有被企业这种组织方式所替代，主要可以由其他替代性的制度安排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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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aises and discusses this question: why does the so called the means of organizing “consumption” through the market (OCTM) exist in the real word if the firm is traditionally viewed a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market in order to save transaction costs. OCTM is a way in which consumers obtain final products not from an agent (or a firm), but through contracting (or outright transacting) with various factor owners. We fi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OCTM, and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superseded by the firm, can be explained by other institution arrangements.

JEL Classification D23 L20
一、问题的提出

科斯（Coase，1937）将企业与市场看作是两种不同、但可替代的生产组织方式。其实，企业和市场既可以看作是生产的不同组织方式，也可以看作是消费的不同组织方式，取决于所观察的视角。从生产这一角度来看，企业中的生产是在一个“有形的手”指挥下进行的；在企业之外，生产是由“无形的手”指引的（Cheung，1983）。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消费者既可以从企业（或一个代理人）那里购买最终产品，也可以从市场上不同投入所有者那里分别购买要素和劳务并得到最终产品。我们将后者称作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前者为消费的企业组织方式。一般地，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可以被定义为：消费者获得最终产品是通过在市场上与众多投入所有者分别签订要素或劳务购买合约（或断权合约，outright transaction）的方式完成的。相应地，消费的企业组织方式是指消费者直接从一个代理人（或企业）那里购买，代理人与众多投入所有者签约从而获得一组投入的使用权，然后组织生产将最终产品出售出去。

由科斯的理论可以推出，如果一般要素和劳务的交易费用等于零，两种消费组织方式在效率上是等价的；如果不为零，则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应该被消费的企业组织方式所替代。
换句话说，给定正的交易费用，现实中我们仅能观察到消费者从企业或一个代理人那里购买产品，很少会看到、甚至看不到消费者为了获得最终产品，在市场上与众多要素投入所有者分别订立要素使用或劳务买卖的合约（或断权合约）。但是，真实世界并非完全如此，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也不是一个假想的虚幻之物。

在中国大陆以及一些东南亚华人聚集区，尽管许多人为了图疗效快而偏爱西医治疗，但也有很多病人宁愿选择副作用相对较小的中医治疗。中医治疗步骤通常是，大夫首先通过“望、闻、问、切”的传统方法诊断病人病情，然后根据“君、臣、佐、使”所谓配伍原则开出中药配方。
病人或病人家属将配方拿到医院或到中药材店去配药，然后自行在家用水煮制成汤剂以便服用。不过，有时病人也会在大夫的建议下直接去购买一种由中药材加工制成的丸剂——俗称“中成药”，然后用所谓药引服用。
因此，中医治疗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一种是汤剂服用方法，另一种是丸剂服用方法。
在丸剂服用方法中，消费者是从一个企业或代理人那里购买中成药，后者组织生产（购买设备、原材料以及雇佣劳动等）并将最终产品出售出去；但在汤剂服用方法中，消费者并不是直接购买制成药品，而是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所有相关的要素和劳务（中药材、开方劳务等）的方式来获得最终制成药品的。其实，像中药汤剂服用这样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现实中还是不难找到其他类似的例子。

一般来说，中成药的生产是由企业来承担的，这完全可以由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解释。但是依据传统的企业理论，在中医领域，消费的企业组织方式应该完全替代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换句话说，病人所服用的药物应该全部或者大部分来自于中成药，而不应该存在传统的汤剂服用方法。因为在汤剂服用的方式下，病人需要度量和考核的内容很多。首先，病人需要寻找一位合格的中医大夫，因为可能会遇到“江湖郎中”；其次，如果没有经验很可能还会买到价高质劣的中药材甚至假药材；最后，配完药还须用水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各味药材煮制成汤剂。因此，相对于丸剂服用方法，汤剂服用方法显然需要涉及不同性质的度量和定价问题。换句话说，这里科斯所说的“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是非常高的。尽管如此，中药汤剂的服用方法仍然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方式之一。对此一种解释可能是，人类的病症复杂，而仅有的一些中成药品种难以满足病人的需要。但是，无论多么复杂的病症，中医大夫也能开出相应的中药配方。中医作为古老的中华遗产，自《内径》始创方剂以来，累积现成中药配方数万余首，针对不同的常规病症都有着良好的药方记载。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市场上不能根据这些配方开发出更多的中成药品种，让病人免于在寻找中医大夫以及“抓药”过程中所承担的交易费用呢？
 

科斯虽然最早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企业的本质给出了一个解释，但在基础上这个理论还是比较模糊的，甚至是粗糙的。被认为是科斯理论最佳阐释者的张五常，在经过长期的实证研究之后对科斯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Cheung，1983；张五常，2002）。因此，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在他们的企业理论框架下作更深入的探讨。如不特别指出，以后将他们的企业理论简称为CC企业理论。

二、CC企业理论中的核

科斯认为，企业由于可以显著地节省交易费用从而替代了市场，但是他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企业在逻辑上究竟是如何节省交易费用的。而且，对于交易费用究竟包含什么费用，科斯也是语焉不详，他是用所谓“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来指代的。为此，后来的大部分学者均认为科斯的企业理论是泛泛而谈，充其量是一种套套逻辑而已。

张五常认为，科斯所谓“发现价格费用”主要是指要素以及劳务的度量和定价方面所涉及到的费用；
企业的存在可以由要素和劳务的定价活动存在较高的费用来解释。
他的逻辑是：由于对资源投入所有者的每一细小贡献进行度量和定价的费用太高，因而放弃对它们的直接度量，而代之以对一个代理人的服务进行度量的方式，能够显著地节省交易费用。代理人与不同投入所有者签订要素或劳务购买合约，然后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卖出，由此“企业”产生。

在这个被称为企业的间接定价理论中，
重要的是注意代理人的性质：代理人的服务并非是因为人们需要这种服务而存在，代理人主要是因节省交易费用“有利可图”而出现。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代理人就没有必要出现。此时，不仅代理人不会出现，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也无法区分开——它们同属一个市场。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合而为一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无法进行。理论上，生产和消费活动至少可以由自由的市场价格机制来完成。
但是客观上利用价格机制（或“发现相对价格”）是有费用的，降低这些费用的方法是选择某种替代方式。这种替代方式就是选择度量一个代理人的服务，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减少直接对所有投入所有者的贡献分别进行度量和定价。随着代理人的出现，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开始发生分离。这样，原来数量巨大、小规模水平的产品交易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就被中间产品和劳务的要素市场所替代了。

不难发现，张五常的企业理论其实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如果投入所有者的每一细小贡献均能够在不耗费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得到度量和定价，那么代理人也就不会出现，同时企业也就不会产生。这似乎与事实不符。正如我们在中医领域所观察到的，配方的劳务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中药材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中药加工服务有时也是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
尽管度量以及对这些要素和劳务进行定价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正的交易费用，但中药的汤剂服用方法依然存在，此时无需代理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合而为一的，企业也并没有如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出现。因此，如果简单地由零交易费用推定企业的存在，我们虽然可以知道企业究竟因何而来，但是似乎不容易明白在中医领域里为何存在这样一种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

根据理性的假定，中药汤剂服用方法——或者说中药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必然是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最小化的交易费用。否则，理性最大化的经济当事人必然会选择其他替代方式来降低交易费用。在科斯和张五常看来，企业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替代方式。但是在正的交易费用条件下，企业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必然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尽管可能会涉及到较高的交易费用，但如果辅之以其他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它的交易费用通常会降低。此时，通过建立企业以节省交易费用所带来的“盈利空间”有可能就不是很大。“盈利空间”之所以不是很大，那是因为企业这种组织方式也会涉及较高的交易费用。众所周知，在CC企业理论中，企业虽然因节省交易费用而成为市场的“替代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将交易费用降低为零。

科斯的企业理论在逻辑上存在这样一个推论：如果企业替代市场以节省交易费用，进一步推下去，岂不是意味着企业可以替代整个市场？为了保持理论的内恰性，科斯将注意力转向企业内部，认为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可能会涉及较高的管理或组织费用。所以，“企业不断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通过交易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是为止。”（Coase，1937：第392页）。如果从张五常的合约分析方法来看，科斯提到的这种管理或组织费用其实也是交易费用的一种。一方面，市场上达成的是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合约；而另一方面，企业内部涉及的是关于生产要素和劳务的交易合约。显然，只要存在合约，则必然涉及到与定价或者说与合约签订、执行等活动有关的交易费用。因此，交易费用不仅存在于分散性的公开市场上，它同样也存在于企业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内部。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主要是以投入所有者的“卸责”行为或者某种“机会主义”行为表现出来的，而这些问题通常是通过支付管理费用、组织费用（Coase，1937）或者代理费用（Jensen and Meckling，1987）来解决的。从根本上来讲，这些费用可以看作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变形（Cheung，1983）。换句话说，它们仍然属于交易费用，只不过是发生在企业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内部而已。

由上面的分析来看，解释中医领域所存在的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关键是比较和衡量企业和市场这两种不同的但具有替代性的消费组织方式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大小。对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科斯是笼统地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去看的，而张五常则主要是从合约的角度去比较的。不过，在我们看来，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具体而言，其实是指消费的企业组织方式与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之间的替代。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与中药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有关的制度安排，着重考察和分析这些制度安排何以显著提高交易效率，从而降低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中的交易费用。

三、消费市场组织方式中的制度安排

在中药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中，通常会涉及购买中药配方、中药材（或者中药煎制加工服务）等这样一系列交易活动。这些产品或服务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有形产品或劳务；另一种是无形的知识产品或劳务。对于因减少公开市场上传统有形产品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制度安排，巴泽尔（Barzel，1982）有过详细的分析。但是，他并没有对无形的知识产品或劳务的交易情形作过更多的考察。

对于传统的有形产品，巴泽尔主要采用度量费用分析方法考察和探讨了因减少度量费用（交易费用的一种）而产生的众多制度安排方式，如产品质量保证、品牌、信誉、重复购买等等。
 其实，这些制度安排在中医领域也是处处可见。比如，早在中国的古代，就有所谓“老字号”药店的记载。显然，在传统的瓦尔纳斯完全竞争模型中，“老字号”这样一种商誉是多余之物，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那么这种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中药材是天然原生的，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不同产地的药材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在交易中让病人直接度量中药材的质量，客观上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手段，他在获取产品的质量信息方面可能会存在较高的费用。因此，病人对于卖方提供的中药材的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否与市场上的竞争水平相一致，通常并不是很清楚。
有关产品信息的缺乏就会导致病人在度量方面出现困难。

一般地，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费用越高，消费者度量出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消费者直接度量产品质量存在较高的费用，那么让卖方进行这种度量可能就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式。为了避免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进行再次度量，卖主需要建立信誉以保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当然，卖方建立这种商誉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他必须广泛而细致地对他所提供的产品进行度量和考核，以保证出售出去的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如果产品的质量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动，消费者通常就不会再作进一步的度量。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再度量，而是说他们是通过度量卖主的商誉来间接地度量买主的产品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老字号”的存在，主要可以由它能够显著节省病人购买中药材的度量费用来解释。其实，除了商誉之外，还存在许多其它替代性的度量方式，比如中药材的产地证明、“如假包换”的事先承诺等等。一般来说，可供选择的替代性的度量方式越多，交易也就越有效率。

巴泽尔的论文无疑是一篇经典之作，但是对一些特殊的、诸如配方这样一些无形知识的交易情形，他并没有作更多的考察和分析。
然而，在我们所给出的中医实例中，配方却是中药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其中一个关键要素，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病人能否在市场上购买到“药到病除”的配方。

中医治疗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总不像西医那样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除非是由于某种幸运的因素，医术再高明的大夫有时也不可能在一个疗程之内就完全治愈好病人的病。一般来说，大夫开出的第一副药方具有试探性。在病人服用完第一副药方之后，也就是第一个疗程过后，大夫会根据病人的症状反应，再开出第二副药方。这副药方与第一副药方之间的差别可能只是在量上做些增减，或是删减、添加一些其他几味药材，这完全取决于大夫对病人病情“真实情况”的再认识。因此，中医大夫看病实际上是一种不断“试错”、然后“纠错”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通常，治疗的疗程越长，大夫从病人那里收取的费用就越多，同时病人在中药材上就会支付得更多。但是，如果疗程拖得很长，病人并不清楚这是因为它的病本身就需要如此长的疗程，还是因为大夫的“水平不高”，或者某种“漫不经心”、“怠慢”所造成的。此外，中医药方不像西药那样存在很明显的副作用，如果开错了药方，即使没有治好病，也不会一下子导致病人的病情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夫的“卸责”意图可能很大。显然，“卸责”的意图大是因为度量大夫的贡献的费用太高了。

同购买任何产品和劳务一样，购买大夫的劳务或者说药方也会涉及到较高的交易费用。那么病人看病，也就是从大夫那里购买药方，他如何判别大夫是在“对症下药”呢？对于有形产品，消费者可以通过颜色、外形、重量等替代性度量指标来考核物品的内在质量信息。但是对于大夫提供的中药配方，即便是“白纸黑字”，病人也只是在事后而非事前才能判定药方的有效性。不过，医师的等级考核制度以及医师所在医院长期建立起来的某种声誉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摊病人的度量费用。这样，量度医师或医院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病人购买药方时一种替代性的度量方法。
这解释了病人在求医看病的过程中为什么关注的是大夫医术或资质水平的信息，而不是他或她开出的药方。
这样看来，大夫声誉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可以由它减少了病人直接度量配方的费用来解释。除了市场自发形成的声誉机制之外，学历证书授予制度、职称资格考核制度或者从业资格认证制度等都可以看作是为了降低中医大夫劳务的度量费用而产生的。如果可供度量的资历信息越多，交易的效率也就越高。可以想象，如果度量费用为零，那么这些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从大夫的角度来看，由于声誉机制具有甄别功能，因而医师也存在足够的激励在声誉上进行投资，善待每一位病人，目的是保证他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的一致性。不过，大夫的这种投入对于病人似乎具有某种“专用性”，因而大夫一方可能会存在“敲竹杠”行为，
尽管我们承认治病救人是医师的神圣天职。一般来说，只要医生之间存在充分的竞争，病人的选择越多，这种与机会主义行为有关的交易费用一般会减少。中华医术由古代传承至今，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任何具有正常智力的人只需付出一定的学习成本一般都可以在正规的中医学院里系统地获得这些专业知识（诊断、开方等），然后在市场上相互竞争以谋求收入。病人的选择余地越多，大夫的“敲竹杠”行为通常会减少，何况人们还有西医治疗的选择。因此，只要存在较为充分的竞争，每一位大夫的要价与他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通常不可能长时期地背离市场的竞争性水平。

四、结语

不难看出，CC理论虽然强调一般要素和劳务的交易费用在解释企业方面的重要性，但却无法解释现实中为何存在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中药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中，购买大夫劳务服务和有关中药材的活动尽管存在着正的交易费用，但是只要存在某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方式以及充分的竞争，这些劳务和要素的交易费用通常会减少。我们在文中已经指出，对于购买一般性要素的交易活动，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卖主的商誉、品牌、质量保证、产地证明等；对于购买有关（知识性）劳务的交易活动，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劳务提供者自发建立起来的个人信誉和资历（学历、工作经验等），行业性资格从业证书、以及各种形式的第三方考核体制（如职称评定），等等。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由于这些制度安排的存在，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中的交易费用可能要低于通过消费的企业组织方式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此时，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就有可能出现。换句话说，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流行”起来。因此，中药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的存在，以及它之所以没有被企业这种组织方式所替代，主要可以由其他替代性的市场制度安排来解释。

当然，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古老文化遗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于这样一种独到的治疗方法，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宗教上的、历史上的、文化上的、技术上的、心理学上的，等等。这些因素在本文中是被忽略了的。但需强调的是，我们所作的工作仅仅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一个经济学解释。与其他可能存在的解释相比，这里所提出的解释在含义上是可经证伪的，因而是有意义的。另外，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不能被认为是个特例，它可以一般化于其他与中医消费类似的市场组织方式上去。然而，这项工作就并非本论文所能涵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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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替代”与科斯所说的企业替代市场的“替代”在含义上是一样的，只是角度不同。如果从消费这一视角来看，我们将会发现更为有趣的细节内容，并且会将注意力转向市场而不是企业内部。


� 君药，又称主药，是针对主要病症，药力作用最充足的药，君药一般列在药方的首位；臣药，又叫辅药，是辅助君药或监制君药，使君药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的药；佐药，是为治疗兼症或为君药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增加效力的药；使药，是引导药力直达病所，或引诸药上升、下降、达表、入里、或协调诸药的药。参见赵慧，“知常达变，开好药方”，《河南中医》，2001年，第5期。


� 药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成药的药效，所谓“引药入经、至达病所”，常用药引有温水、酒、醋、蜂蜜、盐、米汤、姜水等。参见肖金霞等，“中成药与药引的配伍应用 ”，《医药导报》，2001年，第1期。


� 当然中成药不仅限于丸剂，还有散剂、膏剂等。为了表述上的简化，我们用“丸剂”指代所有其他形式的中成药。


� 比如，人们可以购买专业装潢公司一整套服务，让他们负责所有的新居装潢事务。但也有些家庭不一定会这样做，即便他们对装潢可能一窍不通，也可以向有关专业人士咨询一些基本装潢知识或者模仿邻居的家居装潢式样，然后自行雇佣不同工种的工人为自家新居铺设木地板、修饰墙面等，并向每个工种的工人付钱。尽管两种方式下装潢的美观程度可能会大不一样，但是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消费组织方式。再比如，人们可以购买现房，也可以从某家建筑设计师那里先购买一套符合自己个人偏好的房屋设计图，然后再雇佣一家专业建筑公司根据图纸建造房屋。参见姜建强（2003）的第五章。


� 除了《黄帝内径》之外，古代遗传下来的还有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明代的朱木隶《普济方》，以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据考证，有文献记载的药方已累计达6万余首，单单《本草纲目》就载方10096首。参见邓来送等，“中医药开发研究”，《湖南中医药导报》，1999年，第4期。


� 在中医汤剂服用方法中，“煮制”（加热将药草溶解在液体中，即所谓的“煎药”）可能是发挥中药药效的关键因素，因而可能是丸剂服用方法无法替代汤剂服用方法的主要原因。但是，传统的煮制方法是否是决定发挥药效不可或缺的因素值得怀疑。首先，在丸剂服用方法中，药引同样可以起到发挥药效作用（见注4）。其次，“煮制”也可以在中成药的加工过程中来处理。加工过程中的煮制与病人在家里现煮可能会造成药效的差异，不过也很难说，难道原来的汤剂服用方法转变为丸剂服用方法，仅仅只有那些不须现煮的药才可以？


� 对于科斯提出的“发现相对价格”费用，张五常（Cheung，1983）总结出四种一般的原因：一是与有企业的情况相比，消费者需要进行多得多的交易，最终产品的工序越复杂，交易的数目也就越大；二是由于信息费用的缘故，分开来对一种产品的各个部件进行交易要比就最终产品的价格协商花费更多的费用；三是合作过程中区分不同投入所有者的贡献的费用很高；四是度量和为变化不定的各种劳务活动定价也需花费大量费用。


� 这里所说的定价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指那些明码标价的（断权交易）定价活动，其实还包括转让使用权的合约行为。在后者的情形中，产品的定价通常被合约的“结构”所替代，所谓“结构”，也就是合约通常所包含的收入条款和使用条款（Cheung，1970）。这样看来，常见的市场价格仅仅是合约“结构”的一种特例。而对于分成合约，价格甚至并不明确地标明，而是隐含在合约中的收入条款和使用条款中。


� 他说到，“不同投入的活动实际上是产品价值的来源，但却根本不为其定价，因为度量费用太高了。投入所有者通过度量完全不同于其实际贡献或卖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的属性而得到各种贡献的报酬。代理人要进行两组不同的度量，通过指挥和监督投入所有者的行为和向消费者提供具有特性的最终商品而自负盈亏。”（Cheung，1983：第7页）


� 参见Yang and Ng（1995）和张维迎（1995）。


� 另一方面，交易费用为零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专业化”。张五常（Cheung，1983：第4页）说到，“例如，看一下古典的‘制针工厂’，在那里众多投入所有者中的每个人都只专门负责某一道工序。如果所有的交易费用为零，购买针的顾客就会分别向众多为这种产品作出贡献的每个人付钱。比较优势指引每个人发展自己的技艺，而如果值得雇一个人来协调各种活动的话，买针者只需再向这个协调者也付一次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产品价格将指引针的生产。”张五常在继“制针工厂”的例子之后又补充到，“如果每一种活动可以度量和定价，那么没有‘要素市场’也能实现专业化与协调产生的利益——决定和使用投入的权利不需要委托某个代理人或企业家，因为在产品市场上，投入所有者的每一份贡献都会得到报酬。”（同上，第4－5页）。


� 在中医的汤剂服用方法中，中药煮制的加工服务一般是由病人或病人的家属提供的。不过，这种加工服务有时候也是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代客煎药的业务。病人只须将药方提供给中药加工服务提供者，然后在约定好的时间来取。


� 在巴泽尔看来，度量费用主要与度量产品质量信息所产生的误差有关。产品信息是指，每单位商品中品质水平的信息以及名义量中包含的实际量的信息（Barzel，1982：第28页）。


� 显然，有价无量的价格信息是没有意义的。一般来说，买者通常会利用他以往的经验观察卖者的标价与它所提供的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买主断定价格相对高于它所提供的商品的质量，他们将不会再去这个卖主那里购买，而是转向其他卖主。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其他卖主也参与了竞争。当买主的购买决策转向另外一个卖主时，原先那个卖主将面临需求下降的压力，从而降低价格。因此，在公开的竞争市场上，迫于生存压力，卖主的售价与它所提供的产品质量的关系一般不会背离竞争水平（Barzel，1982）。


� 一个例外是他在考察分成合约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时讨论到了无形知识的交易情况。传统上一般以风险分摊来解释分成合约的（Cheung，1969）。但是巴泽尔（1982）的分析发现，不同合约的选择在基础上主要可以由度量费用来解释。巴泽尔考察的是版税合约。出版社通常要与著作者订立版权购买合约，但在定约之前，出版社对书（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内容质量如何、是否畅销等情况有时候并不是很清楚，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市场调研。但是，市场调研是有费用的。如果出版社不是很明确地知道书的销量如何，同时又不愿意花太多的资金搞市场调研，他购买版权的报价就可能会出错。但是，如果采用分成合约的方式，出版社就减少了市场调研方面的费用。这解释了为什么分成合约普遍地运用于那些初出茅庐的新作者，而不是老作者；用于初版而不是再版，用于文学作品而不是知识手册。


� 经济学上，病人从大夫那里购买的究竟是大夫的劳务（投入）还是大夫的配方（产出）？张五常（2002，第114页）曾经讲述过一个擦鞋童故事，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擦鞋童擦鞋一次一元钱，那么顾客支付这一元钱购买的究竟是擦鞋童的劳力投入还是鞋上的“光泽”。他给出的答案是，这一元钱既可以看作是购买擦鞋童的劳力投入，也可以看作是购买鞋上的“光泽”。如果存在一个中间人，付钱买孩子的劳力时间，然后将“光泽”买给顾客，前者是投入，后者则是产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代理人，投入和产出其实指的是一回事。同样的道理，病人从中医大夫那里购买的，既可以看作是大夫的劳（脑）力投入，也可以看作是大夫的产出（配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病人从大夫那里购买的看作是配方而不是劳务，因为配方与开方的大夫是“可分”的，知识一经产生，很难有什么力量可以将它灭失。


� 由于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影响，中国中医医疗体制上存在明显的弊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医术高明中医大夫的劳务的定价相对较低。在一个国有性质的医院里，虽然不同大夫的收入存在差异，但毕竟还保留着很难度量大夫的真实贡献的固定工资，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专家门诊门口的病人队伍要比非专家门诊的队伍排得更长。在一些地方，有些病人或病人的家属为了得到大夫的“特别照顾”，甚至还会暗地里给他们认为信得过的大夫“塞红包”，或者送礼。无论这些“体制外”的货币收入是发生在事前还是在事后，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医大夫的服务定价相对过低。这种非价格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的租值耗散，当然这主要与刚性的制度约束有关。


� 与此类似，在大多数服务性行业，买者主要是看重这些服务提供者（如律师、会计师、软件工程师、工程建筑设计师）在圈内是否有着足够的声誉、从业经验、以及过去的工作履历如何等等。


� 传统上，中医大夫看病开方的收入主要来自挂号费。但有些医院将大夫的奖金与中药材的营业收入挂钩，比如提取个百分比。这样，一些大夫就有强烈的动机给病人开价格较贵的药材。


�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姜建强（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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